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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灯塔”，宣称人民拥有参与公共事务、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

但现实情况是，美国政治对立尖锐，社会撕裂严重，大批民众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金钱

政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金钱政治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了选民真实意愿的

表达，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近年来，富人阶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普通

美国人的影响力则日渐缩小。金钱政治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假一面。

一、金钱充斥美国政治全过程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论精准而又犀利地揭示了当代美国政治的本

质。金钱是美国政治的驱动力。美国庞大复杂的政治机器，只有在金钱燃料的推动下，才能

持续前行。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润滑剂。离开金钱，美国政治根本无法顺畅运行。金钱政治贯

穿了美国选举、立法和施政的所有环节，成为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顽疾。

选举沦为金钱游戏。选举的本来目的是表达选民意志、确定政策方向和选择合格的领导

者。但是，美国的金钱政治却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角戏”。金钱深深

植根于美国选举的各个环节中。在所有层级的选举中，筹集资金都是参选者的入门条件。没

有足够的金钱，根本无法参加竞逐任何重要政治职位。21 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

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用从 2004 年的 7 亿美元，快速增加到 2008 年的 10 亿美元、2012
年的 20 亿美元。2016 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 66 亿美元，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美国中期选举费用也快速升高。2002 年到 2014 年间举

行的 4 届中期选举分别花费 21.8 亿美元、28.5 亿美元、36.3 亿美元和 38.4 亿美元，2018 年

则达到 52 亿美元。在 2018 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一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 1940 万美

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超过 150 万美元。高额的选举费用大大提高了参选门槛，

排除了绝大多数人参加竞选的可能。只有少数有能力筹集大量竞选资金的人，才能加入美国

政治选举角逐。这无疑为富人和利益集团通过金钱笼络候选人营造了温床。

除公开登记的选举经费外，大量秘密资金和“暗钱”也注入美国选举活动。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新闻网 2018 年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不再要求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报告捐赠来源，这

大大降低了选举资金的透明度。自联邦最高法院 2010 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

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非法“暗钱”持续涌入选举，不断创造新的纪录。2010 年

中期选举的“暗钱”为 1600 万美元，2014 年中期选举的“暗钱”增加到 5300 万美元。到

2018 年中期选举，候选人以外的外部团体花费的“暗钱”剧增到 9800 万美元。在外部团体



为影响国会选举而播放的电视广告中，超过 40%是秘密捐赠者资助的。

二、金钱政治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民主制度是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因此必然体现资

本家意志，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选举。通过选举把符合资产阶级

要求的政治人物推上国家领导职位，行使国家权力。为此，美国设计了一套精巧的政治体系

和选举制度，对候选人和选民进行层层筛选，以保证那些让富人满意的人当选。最初，美国

对选民资格进行种种限制，剥夺大批美国公民（如少数族裔和妇女）的选举权。后来，金钱

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控制选举的最重要手段。进入 20 世纪后，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金钱在选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金钱是个选择器，可以用来淘

汰来自底层的政治参与者，使得穷人代表根本难以成为候选人。富人通过资助竞选经费的方

式挑选合格的政治代理人，使他们成为候选人，进而赢得选战。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经济利

益与政治权力的链接是天作之合。富人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选举参与政治来保障，政治人物

需要借助金钱来进行选举。富人为了维护他们在国家公共资源分配中的优势地位，有很强的

动力主动介入政治运作，寻求从联邦到地方政府的各级代言人。他们拥有最大份额的社会财

富，可以满足政治人物的资金要求。政治人物可以充当富人的政治代表。而随着传播技术的

发展，政治人物必须占有更多金钱才能参与一场正常的选举，进而赢得选举。于是金钱极为

容易地充当了政党政治“链条”中的起点与终点。美国两大政党候选人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

不同派别的代表罢了。

利益集团的活动生动诠释了金钱政治的内涵。利益集团指的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

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的同盟。美国

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利益集团得以合法存在和开展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利益集团的宗旨是参

与权力运作过程，影响公权力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以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美国独特的政

治体制，如联邦和州分权的联邦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为利益集团提供了

广阔空间，使它们可以向各级政府施加压力，左右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已深深嵌入美国行政

机构、国会和司法系统之中，与政党和政府并列为美国政治的三大支柱。利益集团的活动方

式有很多种，如提供资金、直接介入选举过程、帮助特定候选人赢得选举等，从而影响国会

立法和未来政府决策；通过刊登广告、发表广播和电视演说、召开新闻发布会、制作影片等

方式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决策；对立法者和政府决策者进行游说，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美国

的政府决策和国会立法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利益集团就是金钱政治的标本。利益集团的活动处处离不开金钱，是联结金钱与权力的

枢纽，其功能就是将金钱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利益集团的资金越充沛，它的政治影响力就越

大，而金钱绝大部分掌握在富人手中。穷人也可以组成利益集团，但由于财政资源有限，注

定不会发挥很大影响。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影响的还是一些企业集团或行业性组织，因为只有

这些利益集团拥有足够的资金。例如，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美国企业花在选举上的资金

是工会的 10 倍。虽然 2010 年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支出限额取消了，但许多工会组织已达到

其支付能力上限，无力进一步增加政治支出。相反，企业的政治花费急剧增加，影响力迅速

扩大。企业加大政治投入当然是为了在政策制定中尽可能放大自身利益。

游说是金钱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游说是一种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游说腐败是美国政

治制度与生俱来的痼疾。游说的法理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



神，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1938 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46 年的《联

邦游说管理法》、1995 年的《游说公开法》和 1998 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形成了规范游

说活动的法律体系。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允许各群体结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影响国会立

法和政府决策。因此，政治游说是美国政治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各利益集团雇佣说客，

对国会议员及其助手进行游说，影响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谋求自身利益。40 多年来，美国

游说业发展迅猛，呈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 年，美国仅有 175 个注册说客，到 1981 年增加

到 2500 个，2009 年又增加到 13700 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

20 多名说客出没。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 2000 多家。利益集团在说客身

上的花费与日俱增，1998 年为 14.4 亿美元，2011 年已狂飙至 33.3 亿美元，14 年间增长幅

度达 131%。

三、美国金钱政治的制度化形式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金钱政治发展成为“政治分肥”制度。竞争获胜的政党通常将官

位分配给为选举做出贡献的人，主要是本党主要骨干和提供竞选经费的金主。“政治分肥”

造成政治腐败蔓延，官员贪污舞弊，行政效率低下。自 20 世纪初开始，美国试图对政治捐

献做出一些限制，但没有改变美国民主制度的金钱政治本质。制度调整永远为金钱政治留下

漏洞和后门，实际使金钱政治取得合法地位。

第一，“超级筹款人”制度合法规避捐款限额。“超级筹款人”是拥有大量财富和社会

关系的人，比如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管理人、演艺界明星或说客。他们人脉多，神通广大，

能利用个人关系网把大量小额捐款人凑在一起，为候选人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在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个人筹款金额中的三分之一是由 1000 个

“超级筹款人”帮助完成的。同时，“超级筹款人”制度还能绕过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

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最后才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

候选人。接受捆绑捐款的候选人，自然知道谁是真正的金主。这使得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

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第二，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取消对“软钱”的限制。2002 年的《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

了那些通过捐给政党来支持特定候选人的“软钱”，即不受《联邦竞选法》限制但又用于影

响联邦选举的资金。但是，这个法律受到持续挑战。2007 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威斯康星

州‘生命权利’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裁决，认定《两党竞选改革法》有关限制企

业、工会和贸易团体资助特定选举广告的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

2010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认定《两党竞选改

革法》关于竞选最后阶段限制公司、工会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相关

规定违反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这一裁决将《两党竞选改革法》的内容否决殆尽，使得“软

钱”可以合法地大规模进入选举活动，打开了金钱肆意流入政治的闸门。2014 年，联邦最

高法院在“麦卡沃恩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大幅放宽了对政治捐款的限制，在保留

个人对单个候选人捐助上限为 2600 美元的情况下，取消个人对全体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委员

会的捐款总额限制。这意味着，富人可以同时捐助很多联邦候选人，更可以无限制地向自己

支持的政党捐款。

第三，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金钱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除了直接向候选人和政党提

供政治捐款外，美国富人和企业还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来进行政治捐赠。政治行动



委员会产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种由企业或独立政治团体组成的政治筹款机构，主要是

为了规避美国法律对个人和机构政治捐款的限制。它们从许多个人手中收集金钱，然后决定

为哪些候选人捐款。政治行动委员会与大公司和特定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代表它们进行造势

宣传，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实际上是大公司和利益集团参与选举的“白手套”。1971
年《联邦选举法》通过后，政治行动委员会由于限制较少而进入大发展时期。大量企业、个

人和利益集团的金钱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管道参与竞选。2010 年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

了企业与个人向独立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由此，政治行动委员会进入鼎盛时

期，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根据无党派非营利研究机构“政治责任中心”的数

据，截至 2016 年 8 月 8 日，美国登记注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 2316 个。超级政治行

动委员会有强大的募款实力，在各个方面对选举产生影响，尤其是企业和富豪可以将自己手

中的资金无限制地投入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而间接影响选举。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

获得捐款最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优先行动”，

达到 1.76 亿美元。富豪索罗斯向“美国优先行动”捐款 600 万美元，而对冲基金管理人托

马斯·斯泰尔更向支持希拉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 5700 万美元捐款。

四、金钱政治后果恶劣

第一，金钱政治剥夺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尽管美国经常炫耀一人一票的美式民主，

但美国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实际上受到严苛限制。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2010 年

至 2015 年，美国有 21 个州通过了限制投票权的新法律，有 14 个州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

实施了限制投票权行使的新措施。这些法律和措施的主旨是阻止穷人登记投票。美国《新闻

周刊》网站 2017 年 11 月 21 日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贫穷而被剥夺了投票权。已有 9
个州通过立法，剥夺任何未付律师费或法院罚款者的投票权。仅在亚拉巴马州，就有超过

10 万名欠费者被剔除出选民名单，约占该州选民人口的 3%。这导致美国选举投票率降低。

美国 2014 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最低，全国的平均投票率仅为 37%。

第二，政府官职成为富人和上层阶级的禁脔。按照美国政治惯例，获得选举胜利的候选

人通常会把一些政府官职奖赏给那些选举有功人士，其中就包括捐款大户和重要筹款人。美

国历任总统上任后，都会任命一批金主当驻外大使。2000 年总统选举后，政府中三分之一

的新职位被胜选总统的亲友和金主接掌。2008 年总统选举时支持胜选总统的 556 名“超级

筹款人”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时任政府内阁中获得职位或者成为顾问，其中筹款超过 50
万美元的筹款人有近 80%都获得了重要职位。

第三，金钱政治明目张胆地向富人输送利益。政治献金带来的一个恶果是，少数富人拥

有了比绝大多数人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政府政策图利富人、损害穷人利益。金钱影响立法和

政府决策。富人通过竞选捐款和利益回报承诺俘获政客，使政客代表他们的利益立法。通过

金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政府，必定会在制定政策时向有钱人倾斜，或明或暗地向资本输送利

益。这是一种变相的权钱交易。众所周知，2017 年上任的共和党政府是富人政府。美国国

会 2017 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虽然有“减税”之名，但并非普遍减税，而只是给

富人和大企业减税，穷人反而要加税。根据这个法案，一方面，富人家庭缴纳所得税的税率

大幅降低，从 39.6%降至 35%，足足降低了 4.6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最贫穷家庭缴纳所得

税的税率却从 10%增加到 12%。这个法案使最贫穷家庭遭受金钱损失，最富有家庭获得巨大

收益。2017 年底的盖洛普民调显示，56%的美国人反对这一税收改革法案，支持的只有 29%。
就企业税收而言，《减税与就业法案》把大型集团公司和上市企业等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税



税率从 35%下调至 20%，降低了 15 个百分点，幅度很大，但受益企业仅占美国全部企业总

数的 8.6%。相反，占企业总数 90%以上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减

税政策，需要根据合格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允许抵扣 20%收入，适用最高边际税率

37%。金钱政治蚕食了社会平等，从根本上腐蚀了美国的社会公正。

第四，金钱政治增加解决紧迫政治社会问题的难度。在美国，枪支泛滥、枪支暴力是一

个困扰社会多年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校园枪杀案和公共场所枪杀案等大规模枪支暴力案件

时有发生。美国每年有 3 万多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事故和自杀，有 1 万多人死于枪支暴

力，有 20 多万人因枪击受伤。如果严格控制枪支，这些伤亡大多可以避免。但是，美国步

枪协会等反对控枪的利益集团通过介入选举和进行游说成功地瓦解了控枪努力。这些利益集

团为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提供大量政治捐款，仅 2010 年至 2018 年间就通过政治行动委

员会捐款 1.13 亿美元。美国步枪协会是美国主要的反控枪组织，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院

外游说组织，每年运营经费高达 2.5 亿美元，竞选年份经费更多。由于投入大量金钱，以美

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美国反枪支管制利益集团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封杀了所有控枪法案，

使美国枪支管制更加宽松。

金钱政治暴露美国社会本质。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权的“楷模”，要全世界都

向它学习。但是，无所不在、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彻底戳破了美国的谎言。美式民主是富人

和资本家的民主，跟下层民众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只有口袋里有足够

多金钱的人才能享受。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是空

谈。金钱政治无情地碾压了“美式人权”。


